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宗之间情感的关键。葛兰言因此才称“众人对族长的敬仰似乎才是造就亲 属 关 系 的 纽 带”①。对 族 人 而
言，嫡长子的权威不是来源于其对父亲的继承，而是他会成为未来的家族祖先。换言之，嫡长子的卡里斯
马不是源自血缘，而是源自其未来在祖先信仰中的宗教身份。
（二）贵族家族组织
分封制度在横向上形塑了长子和庶子两个集团，如果从纵向来看，不断往下分封的结果便是形成亲疏
关系不同的家族群体。此时，确认彼此的亲属关系和亲疏范围变得异常重要。一般而言，人们主要通过姓
和氏来明确自己的家族身份。
姓是贵族成员确认个人身份的首要因素。同姓表明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，存在明确或者不明确的血
缘关系。甚至相互之间的祖先关系并不明确，也不妨碍同姓能够证明两者必然存在关联。对于个人而言，
姓是不可剥夺的身份特征，即使随寡母进入新的家庭，只要他对继父恪尽孝道，那么没有人能够更改他的
姓氏。
葛兰言称，“姓简明地体现着这个家族拥有的德，并显示了本家族的种系特征”②。他认为姓是由未分
化的家族发展而来的，未分化家族最原初的状态是乡村社会中的群婚制氏族。这是一个外婚制单位，当它
通过姓来明确家族边界时，外婚制也就发展出了“同姓不婚”原则。与此同时，同姓族人之间也不能相互仇
杀，而同姓族人被杀时，其他同姓家族成员则必须支持其复仇。禁止通婚和禁止仇杀迫使属于同姓的两个
家族相互之间要背负某些义务，从而结成不可分割的联盟关系。同姓家族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，相互之间
的联盟与义务也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。同时，同姓之间的血缘或者祖先关系不可验证，所以相互之间也
无法形成明确的等级关系。
除了姓以外，氏是确认个人身份的第二特征。“氏”由封地发展而来，一个封国内的多个异姓家族可能
共享同一个氏。同姓成员之间不可以通婚，但是，同氏不同姓情况出现时，相互之间则可以通婚。若是“同
姓”之下的“同氏”，那则是“同宗”③，指的是不同高祖之下的亲戚。与同姓家族以“姓”认定关系不同，“同
宗”家族并不依靠姓来确认身份，他们是通过“信仰认亲”的方式来确认。与同姓相比，同宗是通过祖先崇
拜形成的群体，相较于同姓，同宗之间接触更加频繁，关系也更加紧密。
所谓的信仰认亲，指的是通过祭祀祖先的食飨礼来确认亲属关系。实际上，同族成员也有食飨礼，但
是同族食飨礼的基础是参加者身份平等，以友爱的方式增强彼此的联系，以维持同姓联盟。同宗食飨礼则
不同，其目的是通过仪式表达亲属之间的等级序列，明确个人在家族中的位置。在宗族祭祖仪式举行时，
每个人都会给族长准备一份礼物，然后他会依据自己的身份，得到一块由族长分配的祭肉。家族身份是根
—３５—
罗仕韶：葛兰言的古代中国政治与父子关系研究
①
②
③
葛兰言．中国文明［Ｍ］．杨英，译．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２：３３０．
葛兰言．中国文明［Ｍ］．杨英，译．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２：３２５．
葛兰言．中国文明［Ｍ］．杨英，译．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２：３２６．
据是否拥有对大宗先祖的祭祀权来确认的，从而形成等级。这种等级体系也就是五服制度。从高祖开始
计起，同一高祖的玄孙、同一曾祖的曾孙、同一祖父的孙辈、以及同一父亲的兄弟，一共五辈人。族人根据
自己所在的支系，确认与祖先的亲疏关系，以此确定自己的服制。
通过上下等级制造长庶之别，通过亲疏关系确认家族范围，西周的亲属网络完全嵌入到政治等级体系
中。西周政治体系的发育形成了人们对亲属亲疏、等级的认定，这一时期形成的亲属观念，经由后世儒家
知识分子的礼仪教化，不断向下推至普通人的生活，这导致人们认为现下的亲属原则便是自然状态。但
是，我们重新回顾西周制度时就会发现，这些亲属原则是血缘与封建制度相互纠缠的结果。
四、帝国官僚制下的父子关系
在封建制度衰落之后，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。以往，诸侯依靠遵循周礼获得声望，但是野心家窜起
之后，土地、财富与人口成为君王称霸的首要追求。与此相对应，依靠血缘继承的旧贵族系统开始崩溃，凭
借知识、巫术帮助君王称雄的新贵族开始崛起。新贵族取缔旧贵族的过程导致了上层政治格局的变动，其
影响最终传导到贵族亲属关系中。
（一）官员新贵族的兴起
春秋时期，周天子的权威开始下降，诸侯的力量不断积聚，并且有人试图突破封建体制。原来，虽然诸
侯之间通过周礼进行声望竞争，但是这些竞争都在天子的政治框架之中。但是，春秋之际，诸侯之间的声
望竞争开始突破原本不可触碰的天子的边界。
葛兰言提到齐燕、晋宋之间声望竞争的故事，以此来说明封建制度的崩坏①。在齐燕的故事中，齐国
帮助燕国之后，燕庄公为感激齐国的行动，亲自护送齐桓公返回齐国。但是，不知不觉踏过了齐国国境。
随后，齐桓公把燕庄公踏过的土地全都划分给燕庄公。表面看起来，齐国慷慨大度地送出了土地财产，但
实际上齐桓公的举动是要把燕国变为自己的附属采邑。因为，只有周天子才有划分土地边界的权力，齐桓
公的举动是模仿周天子。在另一个故事中，晋国控制了宋国，宋国为了反击，以“桑林之舞”招待晋国国君。
由于桑林之舞是天子才有权欣赏的舞蹈，晋国国君最终担心天子礼仪的排场过重而逃跑。如果他完整观
看了桑林之舞，那么他的领地则可能成为宋国的采邑。
从以上两个例子中，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德行与声望竞争的色彩。实际上，春秋时期的一大特征就是
诸侯对声望德行的追求，“外交手腕所依靠的更多是道德力量，而非物质实力”②。这种政治局势催生了一
批帮助君王获得声望的士人阶层，他们通过学习并掌握贵族礼仪来为自己谋取地位。原本，每个封国的最
底层贵族“士”就是把贵族生活样式编纂为法典，并进行推广的群体。如今，这些掌握礼仪的“士”成了各国
国君争相笼络的对象，他们游历各国，为国君出谋划策，争取德行的声望积累。藉此，他们也得以突破原本
的贵族体系，跃升于朝堂之上，成为新的贵族集团。换言之，原本严格按照父子传承方式继替的贵族系统
出现了松动，官职爵位的获得不止依靠血缘，礼仪知识也获得一席之地。并且，政治局面越是混乱，旧有的
贵族系统越受冲击，新贵族越容易突破血缘限制而兴起。
与春秋不同，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已经不再聚焦于声望礼仪，而是直接进行暴力征伐。齐人邹衍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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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五德始终说”①便是契合诸侯争霸的政治局面，以帮助霸主获得政治合法性。征战的方式就对诸侯的
物质能力提出了要求。对君主来说，血统、礼仪已经不具有任何吸引力，他要获得的是人口、土地以及巫术
力量的加持。“以前围绕着国君的卿大夫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远征的探险家、巫师……等，每个人都为强
权开出处方”②。这种政治局面不仅使得底层贵族可以跃升，出身卑贱的底层平民只要能够帮助君主攫取
实际利益，也能获得贵族身份。张仪便是其中的典型，他出身卑贱，但是凭借个人才能官至秦国宰相。专
业谋士和游说集团组成的政府官员把控了政治命脉，旧贵族在这种情况下日渐衰微，“他继承的除了阶衔
名号外一无所有”③。
等到秦建立完全的官僚体系，官员需要经由皇帝任命，爵位、官职都无法通过父子继替进行更新。旧
贵族拥有家族流传的“德”，但是官僚完全是皇帝之德的体现。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建言献策，以及负
责执行皇帝意志，总之一切都是围绕皇帝个人而展开。对官僚父子而言，他们都是以个人身份与皇帝建立
联系，凭借个人才能获得皇帝的青睐。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父亲担任高级官职，儿子担任低级官职，父子形
成等级关系。等到父亲死后，儿子也无法直接继承父亲官职而跃升，他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一步步提升
自己在等级体系中的位置。
由于等级制度的运行也不再依靠血缘，政权便也不需要通过长幼、亲属传递官职来维持原有政治框
架。当血缘的重要性遭到抛弃，嫡长子制度也走到了尽头。贵族系统之间的父子传承已经完全被打破，唯
有君王可以保证父死子继。政治系统的剧烈变动直接影响了家庭结构，“嫡长子继承制失去了他存在的理
论……残存下来的只有尊重长子的义务”④。
由于嫡长子的权威下降，嫡庶之别开始松动。以往，庶子即使作为父亲还要受到家族嫡长子的压制，
但是如今长子权威只是礼仪性的，他再也不能对其兄弟的家庭内部横加干预。因此，家内父亲对儿子的权
威更加直接。以往儿子作为祖父的替代者、兄弟的首领、未来的祖先，他能够对父权形成掣肘，但是如今则
完全进入到父亲的家庭内部权威中。简言之，家内呈现的权力结构是：嫡长子权力下降，父亲权威上升。
在父子的政治关系中，分封宗法制使得儿子成为父亲的藩属，但是封建制度崩溃之后，“封地授权与父
权依附关系都不复存在了，父亲和儿子关系是直接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属关系”⑤。换言之，直到秦以
后，父子关系的首要原则才是亲属关系，我们日常理解中的温情脉脉的父子关系此时才开始显现。
由于家内父亲的权力得以快速上升，族长则失去了作为未来祖先的神圣宗教身份，只充当仪式性角
色。家族组织也开始变动。在城市生活中，虽然名义上还存在家族，但是各个小家庭各自生活，各自经营，
他们之间并没有集体财产、集体利益，因此实践中的家族内部凝聚力极弱。这导致原本处于家父长制和族
长制之间的家庭形态，逐渐趋近于联合家庭。
亲属关系的变化还伴着一系列仪式上的变动。由于父子情感关系的建立，祖父子三辈形成连续的亲
属序列，孙辈代替亡人的“尸”的习俗消失了；除皇室外，祖先崇拜没有了继承家族“德”性的意义，也不能激
起任何神圣情感。它完全成为单纯的纪念和团聚活动，人们不再祈求从祖先中获得任何巫术力量；经由礼
仪教化，孝道才变得具有宗教色彩，成为家庭的伦理原则，祖先则成为传承伦理的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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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乡村的变动：核心家庭出现
尽管上层社会对父权制的推进不遗余力，但是下层社会却依旧保有浓厚的上古遗风，父子之间的情感
关系迟迟没有建立。葛兰言称，秦始皇并没有成功摧毁旧的风俗，在农民的圈子里，经常会有儿子离开他
们的父系家族，靠为妻子的父母工作而维持生计①。但是由于秦是西周贵族后裔，秦国皇室渴望在乡村建
立与贵族集团相似的父系组织。因此，秦在贵族父系基本原则确立后，便通过严苛的秦律，强行推进民间
社会的家父长制进程，试图把男子树立为家中唯一的权威。编户和“连坐”的律法要求一人犯罪，与之相近
的父系亲属要受罚，牵连范围甚广，这便是强行把乡村中的未分化家族变成父系宗族的体现。但是，短命
而亡的秦帝国并未能够使得父系宗族在乡村彻底建立。
与此同时，帝国的军事野心把建立大家族的可能性推得更远。相比三代，吞二周而亡诸侯的秦帝国拥
有辽阔无垠的疆域，并且通过郡县与官僚系统把控制权牢牢地掌握在帝王手中。修长城、戍边疆等远距离
殖民活动要求人口被迫离开家族土地，赶赴遥远的异乡。沉重的战争、徭役迫使大量农民破产而变卖祖
产，土地集中在少部分贵族手中，这就是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。农民失去土地后变为奴隶，家
族财产日渐丧失，这导致乡村中的大家族更难建立。
与秦仰慕西周遗风不同，由于汉高祖刘邦是平民出身，他不像秦朝皇帝一样渴望建立父系大宗族，汉
朝只想把关系维持在父子层面上。因此，到汉文帝时期就废除了大范围连坐的律法，受株连的范围立马缩
小了。也就是说，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小家庭模式最终获得政策首肯。同时，由于城市商业的发展，商人
死后财产常常是分配给各个儿子独立经营。这种遗产处理办法影响到了乡村，这使得父亲死后，兄弟们各
自分家，每人都能占有一份土地产权。土地产权的变动使得核心小家庭异常稳固，父权和夫权变得绝对。
此时，核心家庭才成为乡村社会基本单位，父子关系才是家庭关系的主轴。后来，经过汉代儒家知识分子
的教化，出现了大量关于孝子的故事。通过都市和乡村的教育，父子伦理最终染上了强烈的道德色彩。
五、结　论
葛兰言将父子关系与其背后的政治因素统合起来，以更加细致的视角诠释其意义。葛兰言呈现了父
子对立、父子继替确认、儿子作为封臣、父子情感确立四个阶段类型的父子关系。昭穆时期，两个家族轮流
执政，祖孙属于同一家族，父子则不在同一家族。儿子与父亲一人有德，一人无德。一人将会成为王，另一
人必被献祭或放逐，这导致祖孙相近而父子相对；当二元政治变为一元时，父子传承关系得以确认；分封宗
法制时期，为保证贵族体系的架构，嫡长子首先是作为父亲的下属封臣，政治关系压制亲属情感；分封制度
崩溃后，血缘不具有政治内涵，帝国政策又使得核心家庭建立，父子情感关系才得以出现。在葛兰言来看，
父子关系的变动离不开政治对其的形塑。父子关系不是简单的天然情感，它更可能是一种政治的后果。
只有把政治进程与父子关系统合起来，才能理解古代中国父子关系的真正内涵。
大卫·施耐德是亲属制度研究的重要学者。在他看来，亲属制度是人类学研究的四大领域之一，但是
由于亲属制度往往和政治、经济等问题相互牵扯，因此人类学家无法将亲属制度从社会整体中抽离出来，
形成一个独立的范畴。亲属制度的实际内涵并不是血缘关系本身，而是与亲属相关联的政治和经济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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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学家无法通过亲属关系概念来确认权利范畴，而是要通过其他领域的实际运作，来理解亲属关系的真
正内涵。
从葛兰言对中国上古父子关系范畴的研究来看，大卫·施耐德可能走得太远了。虽然父子关系的内
涵不断被政治模式所改变，但是在政治变动过程中，父子关系依旧是构建新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工具。对中
国历史而言，若是完全摒弃父子关系，而只将其置于政治范畴之内进行观察，那就无法对政治变革何以依
托父子关系做出解释。与大卫·施耐德将亲属制度完全视作政治后果不同，葛兰言在父子关系与政治制
度之间建立的关系是双向的。换言之，政治形态和父子关系都是独立的范畴，他们并不存在绝对的从属关
系，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会相互纠缠。因此，将两者统合起来思考，才是更为稳妥的做法。由此，我们可以
看到父子关系为政治模式所改变，政治制度的形成也需要以父子关系为依托。只有通过这种双向关系，才
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政治框架的演进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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